
世 界 历 史 2021 年第 2 期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

19 世纪罗马“帝国主义”问题
在西方学术界的缘起与发展

熊 宸

内容提要 “帝国主义”一词虽然来自 19 世纪中期的现代帝国经验，却常被用来形容
古代罗马的军事扩张与帝国统治。若不对该词在罗马史研究最初的用法予以澄清，便容易
将现代帝国统治的视角代入对罗马统治的观察之中，从而造成理解上的偏差。伴随着 19

世纪末欧洲殖民帝国达至鼎盛而逐渐发展起来的“帝国主义”及“罗马帝国主义”概念在这
一时期所经历的主要变化及其在罗马史研究中造成的影响值得关注。从中我们可以看到，

在西方世界中至今仍极具影响力的罗马史话题和论点中，有哪些是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提

出来的，又在罗马史学史的发展中占据着怎样的地位。

关键词 帝国主义 罗马 大英帝国 19 世纪 行省制

“帝国主义”( imperialism) 一词来自 19 世纪中期欧洲民族国家的帝国经验。① 虽然“帝国”
( empire) 及“帝国主义”( imperialism) 都源于其拉丁语词根 imperium ( 治权) ，但 imperium Ｒomanum
( 罗马统治) 的用法最早见于撒路斯特( Sallust) ，与我们现代意义上的“帝国统治”的含义大相径庭。

① Ｒ． Koebner and H． D． Schmidt，The Story and Significance of Imperialism: A Political World 1840 － 1960，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4，pp. 107 － 65．自其诞生起，“帝国主义”概念在不同历史阶段和政治背景下的定义多有不同。例如，霍布森( J．
A． Hobson) 提出，在罗马“帝国”衰落之后，这种单一帝国在世界范围内施加政治影响力的概念( “帝国主义”) 却并未消失。
他将帝国主义主要视为以英帝国为代表的欧洲列强通过直接兼并和政治控制等手段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 ( J． A． Hobson，
Imperialism: A Study ( 1902) ，Cosimo，1902 /2005，p. 8，p. 15) 。卢森堡将其定义为“为获得尚未被侵占的、非资本主义的环
境所进行的竞争中，资本积累的一种政治表达方式”( A． Schwarzschild，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Ｒ． Luxemburg，trans. ，
Ｒoutledge，1951 /2003，p. 426) 。二战后，加兰格和罗宾孙“无形帝国”理论的提出使“帝国主义”概念的内涵得到进一步延
伸( J． Gallagher and Ｒ． Ｒobinson，“The Imperialism of Free Trade”，The Economic History Ｒeview，New Series，Vol. 6，No. 1
( 1953) ，pp. 1 － 15，参见本文第四节的讨论) 。相关中文论文可参见高岱: 《帝国主义概念考析》，《历史教学》2007 年第 2
期，第 12—16 页。本文认同该文作者的观点，即“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帝国主义的概念是社会历史的概念，它的内涵是随
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的”( 第 16 页) 。这一观点同样适用于对古代罗马“帝国主义”的讨论，用“罗马帝国主义”这一概念来
描述和理解罗马建立帝国的过程具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正是本文所旨在探讨的主题。此外，对“帝国”这一概念在西文和
中文语境中的辨析，可参见刘文明:《“帝国”概念在西方和中国: 历史渊源和当代争鸣》，《全球史评论》2018 年第 2 期，第
10—3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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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罗马人也没有与我们所谓的“帝国主义”概念相类似的其他词汇。① 自19 世纪以来，无论是政
界还是学界，对罗马“帝国”统治的兴趣日盛。“罗马帝国主义”这样的术语虽然并不鲜见，但试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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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Ｒ． Koebner and H． D． Schmidt，The Story and Significance of Imperialism，p． xxi．对罗马“帝国”概念的思考，参见 J． S． Ｒichardson，
The Language of Empire: Ｒome and the Idea of Empire from the Third Century BC to the Second Century A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p. 98; A． Lintott，“What Was the‘Imperium Ｒomanum’”，Greece ＆ Ｒome，Vol. 28，No. 1，Jubilee Year ( Apr．，
1981) ，pp. 53 －67; P． A． Brunt，“Laus imperii”，in P． D． A． Garnsey and C． Ｒ． Whittaker eds．，Imperialism in the Anciant Worl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8，pp. 159 －192． 相比之下，关于罗马“帝国主义”相关问题的讨论十分常见，但对 Ｒoman
imperialism概念予以澄清的尝试很少。对于 imperialism在罗马史和古代史研究中的运用予以质疑的最早尝试，或许来自 O．
Spann，Handwrterbuch der Staatswissenschaft 5，Fisher，1923，pp. 383 － 385，及 M． Hammond，“Ancient Imperialism:
Contemporary Justification”，Harvard Studies in Classical Philology，Vol. 58 /9 ( 1948) ，p. 125，n. 3; D． Flach，“Der songenannte
rmische Imperialismus． Sein Verstndnis im Wandel der neuzeitlichen Erfahrungswelt”，Historische Zeitschrift 222，1976，pp. 37 －
42．近年来的重要研究主要包括 C． B． Champion and A． M． Eckstein，“Introduction: The Study of Ｒoman Imperialism”，in C． B．
Champion ed．，Ｒoman Imperialism: Ｒeadings and Sources，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2004，pp. 1 － 15; S． Dmitriev，“( Ｒe-)
constructing the Ｒoman Empire: from‘Imperialism’to‘Post-colonialism’． An Historical Approach to History and Historiography”，
Annali della Scuola Normale Superiore di Pisa． Classe di Lettre e Filosofia，Serie 5，Vol. 1，No. 1，Lo spazio e la cultura，2009，
pp. 123 － 164，以及“The Ｒise and Quick Fall of the Theory of Ancient Economic Imperialism”，The Economic History Ｒeview，New
Series，Vol. 62，No. 4 ( Nov． 2009 ) ，pp. 785 － 801; A． Erskine，“Chapter 1: Approaching Ｒoman Imperialism”，in Ｒoman
Imperialism，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10，pp. 3 － 11; P． Edwell，“Definitions of Ｒoman Imperialism”，in D． Hoyos ed．，A
Companion to Ｒoman Imperialism，Brill，2013，pp. 39 － 52; P． J． Burton，Ｒoman Imperialism，Koninklijke Brill NV，2019．国内学
者关于罗马帝国主义问题的讨论，主要关注罗马帝国扩张的方式及其所建立的管理机制和施行的统治政策。宫秀华在论
文《论罗马征服和统治意大利的政策》中介绍了罗马自公元前 5 世纪到公元前 3 世纪的征服战争和扩张( 《史学集刊》2001
年第 1 期，第 59—63 页) ，《罗马国家统治制度的创新———西西里行省制度的建立与运作》则以西西里行省的建立为例，探
讨了罗马行省的建制及其运作方式在罗马扩张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 《古代文明》2015 年第1 期，第2—8 页) 。我们将在下
文中看到，以行省制度为框架探讨罗马“帝国主义”问题具有怎样的历史渊源。此外，也有学者更加关注罗马扩张战争的性
质、动力和影响。从动力角度来探讨罗马“帝国主义”问题，大致可以分为“防御性”和“侵略性 /扩张性”帝国主义两种立
场。本文将要论及，这种划分方式同样具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汪诗明《罗马共和国的对外扩张》(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
1996 年第 4 期，第 427—431 页) 强调了公元前 3 世纪至公元前 2 世纪罗马对外政策中的扩张性与侵略性本质，认为经济利
益和对战争和荣誉的崇尚是推动这一扩张的核心动力( 另参见汪诗明，《试析公元前 3—2 世纪罗马对外扩张的政治经济动
因》，《铁道师院学报》1996 年第 2 期，第 45—49 页，及《罗马对外扩张的历史影响》，《史学月刊》2000 年第 5 期，第 85—90
页) 。王悦在《由治权到帝国———从拉丁文“帝国”概念的衍生看罗马人的帝国观》中提到，对罗马帝国主义问题的探讨不
应局限于对领土兼并的关注，而应该从扩张动机的角度来看待。这主要表现在通过行使统治权来对其他地区予以实际控
制，建立起一个权力帝国( 《古代文明》2016 年第 2 期，第 13—23 页) 。《和平与无序:罗马共和国对外战争再思考》则重点
探讨了罗马共和国对外扩张的动力因素。作者结合对现代西方学者重要论著和观点的梳理，提出对这一问题的思考不应
局限于某一种立场，而应该将包括民众心态变化、地中海世界格局之变迁以及现代学者问题意识的代入等在内的多方面因
素结合起来，进行综合考察( 《历史教学问题》2020 年第 3 期，第 112—118 页) ( 另参见《罗马帝国成因的是是非非》，《读书》
2017 年第 4 期，第 12—19 页) 。此外，王忠孝在《“无远弗届”:罗马帝国早期疆域观的变迁》中，以罗马霸权形成过程中权
力与领土关系的变迁为重点，探讨了罗马疆域观念在公元 1 世纪晚期到 2 世纪中期的形成与特点( 《历史研究》2020 年第 2
期，第 110—126 页) 。以上论著大多是关于罗马帝国扩张过程本身的论述，但对于用“帝国主义”这一现代概念来形容古代
帝国扩张过程的历史溯源和缘由则鲜有涉及。近年来有更多学者开始从接受史角度，来介绍罗马“帝国主义”问题在西方
学术界的缘起和发展，及其与西方近现代政治文化背景的关系。例如张文伟和蒋水财在《论欧洲历史上的罗马帝国“情
结”》中介绍了罗马帝国的“大一统”统治在欧洲人建立文化认同过程中所起到的意识形态作用( 《上饶师范学院学报》2007
年第 2 期，第 77—82 页) 。胡玉娟在《古罗马帝国的亡灵与新帝国主义论》中将罗马的古代帝国主义定义为“古罗马人对外
扩张，统治其他民族的历史现象”，认为古罗马的帝国主义“产生于‘共和国’时期”。在文章最后一部分，作者特别提及，古
代罗马的“帝国主义”行为如何被近现代以来鼓吹“新帝国主义”论调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利用( 《社会科学论坛》2003 年
第 11 期，第 39—43 页) 。此外，刘津瑜在《罗马史研究入门》的“重点学术问题”一章中专门介绍了西方学术界关于罗马帝
国主义性质的争辩，尤其是 20 世纪后半叶以来重要的学者及其观点。本文的写作重点参考了该文所提供的文献( 《罗马史
研究入门》，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81—187 页) 。晏绍祥的《西方学术界关于罗马共和国帝国主义动力的讨论》
( 《全球史评论》2016 年第 1 期，第 103—153 页) 全景式地回顾了自古罗马至 21 世纪以来关于罗马共和国扩张动力问题的
重要论著。该文对以蒙森和哈里斯为代表的两种立场的介绍尤其重要，为本文的写作提供了大量参考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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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其用法予以澄清的尝试却寥寥无几，仿佛这个含义灵活的“万金油”( catch-all) 就是不言自明的
“史实”。① 本文的目的在于试图厘清，伴随着 19世纪末欧洲殖民帝国达至鼎盛而逐渐发展起来的“帝
国主义”及“罗马帝国主义”概念，在这一时期所经历的主要变化及其在罗马史研究中造成的影响。
“帝国主义”概念在 19 世纪兴起时，原本用于描述拿破仑帝国时期的法国统治，但对于罗马“帝
国”问题的思考显然古已有之。② 近代以来，在马基雅维利的影响下，休谟将英帝国的视角代入了对
罗马问题的处理。他认为罗马扩张所兼并的领土和过于臃肿的帝国体量最终摧毁了共和体制的优
势，为彼时正处于贸易扩张、而尚未进入领土扩张阶段的英帝国予以了警示。他的这一立场在孟德
斯鸠《罗马盛衰原因论》中得到了呼应，并通过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的支持成为后来罗马研究中
的主流观点之一。③ 尽管有学者对于罗马追求荣誉的精神偶有赞赏，例如 18 世纪的法国史家马布利
( Gabriel Mably) 就在《罗马与法兰西的比较》中呼吁对罗马人的效仿，但罗马帝国的扩张直至灭亡为
现代欧洲帝国带来的更多是焦虑而非向往。④ 赫尔德( Johann Herder) 将古罗马统治定义为一系列残
忍的侵略、欺诈和毁灭行为，为 19 世纪之后的批判性论调奠定了基础。在拿破仑自比为罗马统治者
的傲慢宣言面前，贡斯当( Benjamin Constant) 也从这一立场出发表示过不满和反对。⑤ 然而，随着史
学在 19 世纪走向成熟和独立，对罗马统治的思考也开始趋于系统时，对罗马帝国问题的观察视角也
开始发生变化。尼布尔( Barthold Niebur) 在 19 世纪初写作《罗马史》时，普鲁士刚刚经历了被黑格尔
称为“历史的终结”的耶拿战败。和马基雅维利一样，他对罗马这个“伟大民族”的衰落抱有同情，并
在其统治中看到了统一国家和建立帝国的可能。他对罗马的维护立场显得与赫尔德针锋相对。⑥

1848 年德意志三月革命后，同样具有普鲁士学术背景的蒙森( Theodor Mommsen) 进一步推进了罗马
问题的研究。他更为坚定地认为，要实现德意志的统一，曾经实现了意大利统一的罗马应该是普鲁
士人所应效仿的唯一对象。⑦ 我们在下文中将会看到，蒙森如何将民族国家代入对帝国问题的思考。

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帝国主义”概念真正进入罗马史学是在 19 世纪晚期。随着英国海外殖
民地的大量建立和大英帝国势力的崛起，这个概念也逐渐开始从法国流入英文世界。19 世纪末以
降，“帝国主义”概念方兴未艾。20 世纪初，“帝国主义”作为一种政治现象正式进入学界考察的视
野，最早关于“帝国主义”概念的理论著作便成书于这个时期。本文所试图探讨的问题是，“罗马帝
国主义”概念在这段时期出现的契机及其对罗马史研究产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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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P． Freeman，“British Imperialism and the Ｒoman Empire”，in J． Webster and N． Cooper eds．，Ｒoman Imperialism: Post-colonial
Perspectives，University of Leicester Press，1994，p. 20．
大体而言，在 19 世纪 60 年代，“帝国主义”大致上意味着“帝国主义政府体系，或者帝王统治，尤其是独裁或专制统治”( M．
Hammond，“Ancient Imperialism: Contemporary Justification”，p. 105．) 。“帝国主义”概念的相关探讨不胜枚举，例如 J． A．
Hobson，Imperialism: A Study; J． Schumpeter，Imperialism and Social Classes，The World Publishing Company，1955，pp. 9 － 30;
Ｒ． Koebner and H． D． Schmidt，The Story and Significance of Imperialism，pp. 1 － 26; N． Etherington，Theories of Imperialism:
War，Conquest and Capitalism，Ｒoutledge，1984，p. 186，p. 234．
N． Terrenato，The Early Ｒoman Expansion into Italy: Elite Negotiation and Family Agendas，Cambridge Universty Press，2019，
pp. 15 － 16; Ｒ． Aron，Peace and War: A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Ｒelations，Weidenfeld and Nicolson，1966，pp. 127 － 128．
J． K． Wright，A Classical Ｒepublican in Eighteenth-century France: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Mably，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
N． Terrenato，The Early Ｒoman Expansion into Italy: Elite Negotiation and Family Agendas，pp. 16 － 17．
Z． Yavetz，“Why Ｒome? Zeitgeist and Ancient Historians in Early 19th Century Germany”，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hilology，
Vol. 97，No. 3 ( Autumn，1976) ，pp. 276 － 296; K． Mantena，Alibis of Empire: Henry Maine and the Ends of Liberal Imperialis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0，pp. 62 － 64．
参见金寿福:《蒙森与德国的古典学》，《史学理论研究》2015 年第 3 期，第 50—5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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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缘起

1869 年，因在英国外交事务上做出卓越贡献而荣膺圣米迦勒及圣乔治荣誉勋章的约翰·罗伯
特·西利爵士( Sir John Ｒobert Seeley) ，在英国科学研究所发表了一篇题为《罗马帝国主义》的演讲。

这篇讲稿在罗马帝国的行省制度管理框架内对该论题进行了探讨，是最早涉及“罗马帝国主义”主题
的论述之一。西利认为，通过建立体制与统一，“帝国主义才第一次为罗马世界带来了内部的和
平”。① 这种体制被认为始于凯撒而成熟于奥古斯都时期，核心在于系统性的行省管理制度和以常
驻兵团为特点的军事管理制度。值得注意的是，西利将奥古斯都时期之后具有统一行政管理体制的
帝国形态称为“帝国体制”，从而将其与共和国时期( 公元前 3 世纪至公元前 1 世纪) 零散的军事扩
张予以区分。如果以“是否在领土意义上实施以行省制度为范式的直接统治”为考察“帝国主义”特
征的标准，那么共和国时期的罗马扩张显然算不上是一种“帝国主义”行为。该时期的扩张尽管在结
果上推动了帝国体制的建立，但由于缺乏完善的行省管理体制，因此不具有“帝国主义”性质，而是被
视为“穷凶极恶的虐政”。在西利看来，只有在行省制的帝国统治下，那些被罗马征服的国家才能
“享受到比独立时期更好的治理”。② 因此，西利所探讨的“罗马帝国主义”实际上是基于行省和集权
制度下的帝国管理问题。

就在发表“罗马帝国主义”演讲后不久，西利荣膺剑桥大学近代史钦定教授席位。他在就职典礼
上发表了题为《政治的教诲》的演讲。③ 在这篇面向剑桥师生的演讲中，西利提出，在数学、古典学、

物理和哲学教育之外，我们“为什么还需要研习历史”的问题。他的回答是，历史不仅有助于培养出
一种“公共情绪和爱国精神”，而且更要紧的在于，历史是“政治技艺的学院”，对于自由国度的每一
位公民都同等重要，“对立法者和统治者尤其重要”。对于以培养国家治理者为目标的大学而言，
“实用性”历史教育的意义不言自明。④ 这番演讲显然并非无的放矢。从 19 世纪中期开始，关于“大
学教育目的”、尤其是古典历史教育目的问题的讨论在英国尤为激烈。⑤ 随着 1851 年皇家调查委员
会在大学的设立，英国的大学教育也纷纷转向对实用性的追求，以使大学能够培养出服务于帝国公

共事务的管理阶层。⑥ 牛津大学巴利奥尔学院院长乔伊特( Benjamin Jowett) 被誉为“19 世纪不列颠
最伟大的教育家”和“伟大导师”。此人就曾鼓励通过实用性大学教育，来招募和培养帝国的行政管
理者，其中不仅限于贵族阶层，也要包括中间阶层。⑦

尽管西利在这里指的是现代史的教育作用，但接受过大学古典教育的听众自然不会把“实用的
历史”视为当下时兴的新鲜词汇。事实上，这一概念( ) 已见于修昔底德与波利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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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⑦

J． Ｒ． Seeley，“Ｒoman Imperialism”( 1869) ，in Ｒoman Imperialism and Other Lectures and Essays，Press of John Wilson and Son，
1889，p. 33．
J． Ｒ． Seeley，“Ｒoman Imperialism”，p. 35．
J． Ｒ． Seeley，“The Teaching of Politics”( 1870) ，in Lectures and Essays，pp. 306 － 335．
J． Ｒ． Seeley，“The Teaching of Politics”，p. 315．
关于 19 世纪中晚期英国大学的古典学教育发展的整体概况，参见 M． L． Clarke，Classical Education in Britain 1500 － 190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59，pp. 111 － 127．
P． Freeman，“British Imperialism and the Ｒoman Empire”，p. 24．
Ｒ． Symonds，Oxford and Empire，the Last Lost Cause?，Palgrave Macmillan UK，1986，pp. 10 －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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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斯的史书之中。如果说希罗多德的研究( ) 致力于对希腊及异邦文明传统的收集与保存，而

将搜集新事实的重要性置于评判已知事实之上，“实用性历史”则试图尽量排除这类带有新奇逸闻色
彩的传说与神话。后者以确知的政治和军事题材为研究对象，并依此为政客和军人提供经验与教
训。① 事实上，“历史之父”希罗多德在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被打上“谎言之父”的标签，正是由于
修昔底德曾对其作品的“严肃性”表示质疑，因为他认为“严肃的历史关心的并非过去，而是现在”。

修昔底德将历史研究的范围限制在一定的时间和事实范围之内，“让历史主要变成了政治史，并局限
于当代事件”，“让人们接受了当代政治史是唯一的严肃历史的观念”。② 西利虽然继承了修昔底德
以来重视政治史的“实用史学”传统，但时代的远近并没有成为其评判历史事件“严肃性”和实用性
的标准。相反，他声称对“历史”一词的使用“将不会区分过去与现在”。在他看来，许多过去的事件
不能算作历史，而当下的不少现象却能进入历史的范畴。这是因为“在科学中，现象是以其相似性、

而非时间( 的先后) 来分门别类的”。因此任何人要学习“政治制度，无论他学习的是过去还是现在
( 的政制) ，都相当于历史学习”。③ 以科布登为首的现代史学派对古典学和古代史研究不屑一顾，西
利对此进行了讽刺，因为他们“仅仅以历史现象离我们当下的时间距离为衡量其重要性的标准”，而
对前现代历史熟视无睹。古典学和古代史教育却“以历史现象中固有的伟大”为研究对象，因为人类
历史上最具纪念意义的伟大政治事件“都发生在遥远的过去”。④ 西利虽然承认现代史在历史政治
教育中的重要性( “政治家的首要任务在于理解其自身所处的时代”) ，但他同时也认为，古代史中的
古典正史( classical history) 由于“与我们这个时代的相似性”而对历史研究者同等重要( “比起投石
党暴乱时期的巴黎，我对西塞罗时期的罗马更深感亲切”) 。⑤ 那么，西利在罗马帝国的历史中看到
了哪些“与我们这个时代的相似性”?

二、大英帝国的罗马想象

事实上，“帝国主义”话题下罗马与大英帝国之间的联系原本并非只有“相似性”。对于 19 世纪
中期信仰自由贸易的英国人而言，适用于罗马的“帝国主义”不见得是个褒义词，遑论“相似性”。由
于与“统帅”( imperator) 一词的联系，“帝国主义”在当时尤其与独裁统治、专制政府和独断管理相
关，例如法兰西拿破仑三世的专制政府( Bonapartism) 。⑥ 与基于自由贸易和人道主义原则发展而来
的大英帝国不同，以“压迫和剥削”为统治基础的罗马帝国常常被视为反面教材。⑦ 与奥古斯都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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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⑦

H． Strasburger，“Die Entdeckung der politischen Geschichte durch Thukydides”，in H． Herter ( Hrsg． ) ed．，Thukydides，
Darmstadt，1968，p. 469．
A． Momigliano，“The Place of Herodotus in the History of Historiography”( 1958 ) ，in Studies in Historiography，Weidenfeld and
Nicolson，1966，p. 130．
J． Ｒ． Seeley，“Ｒoman Imperialism”，p. 319．
J． Ｒ． Seeley，“Ｒoman Imperialism”，p. 320．
J． Ｒ． Seeley，“Ｒoman Imperialism”，p. 323．
W． L． Langer，The Diplomacy of Imperialism 1890 － 1902，2nd ed．，Alfred·A·Knopf，p. 67; Ｒ． Koebner and H． D． Schmidt，The
Story and Significance of Imperialism，pp. 1 － 26．
W． L． Langer提到，对于 19 世纪中期的英国人而言，没有什么比曼彻斯特主义( 自由贸易主义) 更为理所当然的了，他们坚
信自己应该展现给世人的是“自由贸易的原则，自由放任政策( laisser-faire) ，本土地区的财政紧缩和改革，与海外地区的信
誉与和平”( The Diplomacy of Imperialism 1890 － 1902，p. 7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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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首制下的罗马“帝国”相比，反而是共和制下的罗马更经常拿来与大英帝国做类比。① 另外，两个
帝国不同的领土分布与构成也导致了早期英帝国主义者对罗马帝国统治的疏离态度。奥古斯都之
后的罗马帝国逐渐形成具有连续性的领土统治，而大不列颠的海外帝国则显然是分散和破碎的，实

际上被分割为“两个帝国”:一个是由自由和公民精神为纽带的英人统治和不列颠本岛，另一个则是
以印度为中心的从属性殖民帝国。只有在前一种帝国意义上，“帝国”与“自由”理想 ( imperium et
libertas) 才能统一起来。这使得大英帝国在保持民族国家( nation) 完整性的同时兼有帝国( empire)

之功，在道德意义上亦不妨自称超越罗马。相比之下，印度帝国在形式上更加远离英国社会的行为
准则，而在部署与管理上却更接近于罗马行省统治。因此也有人认为只有“印度才是大英帝国中唯
一一个可以称之为帝国的部分”( 寇松勋爵( Lord Curzon) ) ，尽管其“本质上的专制性”无可否认，却
是顺应印度本土专制传统的需要( 白赉士勋爵( Lord James Bryce) ) 。②

19 世纪末，随着工业革命的进一步发展，一方面国内市场不再能容纳产品的供应，另一方面对工
业原料的需求不断上升，包括英国在内的发达工业国家开始对其他欠发达地区原料产地和倾销市场

进行抢占和掠夺。自 70 年代开始，以首相本杰明·迪斯累利( Benjamin Disraeli) 发布《1876 年王家
头衔法案》( Ｒoyal Titles Act) 为标志性事件之一，欧洲历史进入了霍布斯鲍姆所谓的“帝国的年代”，

史上又称“新帝国主义”时代。③ 自由贸易的理想被掠夺殖民地原料和市场的现实需求以及日渐高
涨的民族主义情绪所取代。在迪斯累利的提议下，维多利亚女王加冕“女皇”( Ｒegina et
Imperatrix) ，罗马式“帝国主义”统治开始为更多英国人所接受，逐渐成为“骄傲的荣誉勋章而非耻
辱( 的象征) ”。“帝国”称谓从此见诸官方文件，通过首字母大写，“帝国主义”几乎为英帝国所
专有。④

就在迪斯累利购入苏伊士运河股份、成功攫取埃及领土的次年 ( 1883 年 ) ，西利整理出版了
其本科生课程讲稿，取名为《英格兰的扩张》。⑤ 西利承认，自己逐渐意识到“政治中除了自由还
有许多其他的伟大因素”。尽管罗马帝国曾由于其专制和某段时期的野蛮统治而在现代学界遭
受冷遇，但它仍然值得研究，因为，以行省体制为统治形态的罗马帝国可以被视为“现代联盟或文
明体的松散联邦”( the modern brotherhood or loose federation of civilized nations) 之雏形。⑥ 当米字旗
从美洲到亚非大地蔓延开来时，也许正是这样的“相似性”将遥远时代的罗马帝国连接到“我们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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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英国共和主义者对于传播自由与帝国扩张关系的讨论和自由帝国的理想，可参见左敏: 《论近代早期英国共和主义之
自由帝国观念》，《政治思想史》2017 年第 3 期，第 55—69 页。
J． Bryce，The Ancient Ｒoman Empire and the British Empire in India，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14，pp. 28 － 31; Ｒ． F． Betts，
“The Allusion to Ｒome in British Imperialist Thought of the Late Nineteenth and Early Twentieth Centuries”，Victorian Studies，
Vol. 15，No. 2 ( Dec．，1971) ，pp. 155 － 156．
E． Hobsbawm，The Age of Empire: 1875 － 1914 ( 1987) ，Vintage Books，1989，p. 57( “虽然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和军事上的
优越性长久以来都未曾受到挑战，但是在 18 世纪末到 19 世纪末之间都并没有要将其转化为正式征服、兼并和管理的系统
性尝试。”)
N． Etherington，Theories of Imperialism，p. 6; Ｒ． F． Betts，“The Allusion to Ｒome in British Imperialist Thought of the Late
Nineteenth and Early Twentieth Centuries”，p. 158; W． L． Langer，The Diplomacy of Imperialism 1890 － 1902，pp. 70 － 71．
Hammond注意到，在《新英语字典》( New English Dictionary /NED V，1901) 中，( 领土) 扩张意义上的“帝国主义”被局限于大
英帝国的语境中，并且加上了“将帝国不同地区联合”起来的意思，这与迪斯累利的措施密不可分( M． Hammond，“Ancient
Imperialism: Contemporary Justification”，p. 125，n. 2) 。
J． Ｒ． Seeley，The Expansion of England，Macmillan ＆ Co．，1883．
J． Ｒ． Seeley，The Expansion of England，p.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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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
西利对于以行省制为框架的帝国主义理解显然有迹可循。《英格兰的扩张》出版次年，西利就参

与到伦敦的帝国联盟组建工作，致力于以“联邦”形式将分散在各地的殖民地统一在大英政权之下。
他所倡导的“实用性”历史开始愈加深入帝国的建构工作。仅十年后( 1892 年) ，帝国文官选拔年龄
从 19 岁延至 23 岁。这意味着更多受过高等教育的学生参与到殖民帝国的行政管理中来，而其中尤
以接受牛津和剑桥古典教育的人才最为符合其严格的考察要求。① 正如史学家莫尼佩尼( William F．
Monypenny) 在 20 世纪初所观察的那样，“‘帝国’和‘帝国主义’的字眼如今充斥于日常的演讲之
中……比起自由与独立的理想，权力与统治才更符合大众想象的诉求”。② 罗马史学的权威杂志《罗
马研究》( Journal of Ｒoman Studies) 创刊于 1911 年。首任主编哈佛菲尔德( Francis J． Haverfield) 是
一名英国考古学家，也曾是蒙森的前同事。在该杂志的发刊演讲中，哈佛菲尔德宣称，“对我来说，如
今罗马的历史对于所有历史( 的研究) 最具指导意义”。因为“其共和宪制为我们英国宪制表面上的
不稳定性提供了唯一真实的类比。而其帝国体制，尽管存在些差异和相似性，却时刻照亮着我们这
个帝国，比如( 我们在) 印度的帝国”。因此“罗马将其治下半数以上的( 臣民) 加以融合、解除国籍并
予以同化的方法，以及罗马虽然并非有意为之、但却成功地把希腊罗马文明传播到欧洲三分之一及
非洲的部分地区，在各个层面上都关系到我们自己这个时代和我们的帝国”。这不仅是大英帝国大
肆扩张海外殖民地的年代，而且如哈佛菲尔德所言，也是“罗马历史重生的年代”。③

三、“防御性”帝国主义的研究范式

不难看到，罗马研究中“帝国主义”问题的缘起，与其说是相关传统讨论的自然延续，不如说是现
代殖民帝国兴起过程中为了反观自身帝国统治本质而制造的另一种“他者”镜像。事实上，也正是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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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学( 在本科生中的) 教育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在附属领土的管理方面，常常以罗马作为比较”( Ｒ． Symonds，
Oxford and Empire，The Last Lost Cause?，p. 1) 。另参见 J． Majeed，“Comparativism and Ｒeferences to Ｒome in British Imperial
Attitudes to India”，in C． Edwards ed. ，Ｒoman Presences: Ｒeceptions of Ｒome in European Culture，1789 － 1945，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p. 93; V． T． Larson，“Classics and the Acquisition and Validation of Power in Britain＇s‘Imperial Century’
( 1815 － 1914)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Classical Tradition，Vol. 6，No. 2 ( Fall，1999 ) ，pp. 185 － 225; E． Adler，“Late
Victorian and Edwardian Views of Ｒome and the Nature of‘Defensive Imperialism’”，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Classical
Tradition，Vol. 15，No. 2 ( June，2008) ，p. 196．
W． F． Monypenny，“The Imperial Ideal”，in C． S． Goldman ed．，The Empire and the Century，John Murray，1905，pp. 5 － 6; P．
Vasunia，“Greater Ｒome and Greater Britain”，in B． Goff ed．，Classics and Colonialism，Gerald Duckworth ＆ Co． Ltd．，2005，
pp. 238 － 324，另参见 Ｒ． Jenkyns，The Victorians and Ancient Greec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0，pp. 334 － 5; Ｒ． Hingley，
The Ｒecovery of Ｒoman Britain 1588 － 1906: A Colony So Fertile，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
F． Haverfield，“An Inaugural Address Delivered before the First Annual General Meeting of the Society，11th May，1911”，Journal
of Ｒoman Studies，Vol. 1 ( 1911) ，p． xviii．哈佛菲尔德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其导师亨利·佩尔哈姆( Henry Pelham) 的影
响，而亨利·佩尔哈姆许多关于罗马帝国的看法则形成于与蒙森的交流过程之中。参见 F． Haverfield collected and ed．，
Essays by Henry Francis Pelham，Clarendon Press，1911，p． xviii; P． W． M． Freeman，“Mommsen to Haverfield: The Origins of
Studies of Ｒomanization in Late 19th － c． Britain”，in D． J． Mattingly ed．，Dialogues in Ｒoman Imperialism: Power，Discourse and
Discrepant Experience in the Ｒoman Empire，Journal of Ｒoman Archaeology，Supplementary Series Number 23，Cushing-Malloy Inc．，
1997，pp. 35 － 47． 关于大英帝国学者与罗马帝国关系的讨论，参见 Ｒ． Hingley，“The‘Legacy’of Ｒome: the Ｒise，Decline，
and Fall of the Theory of Ｒomanization”，in J． Webster and N． Cooper eds．，Ｒoman Imperialism: Post-colonial Perspectives，
University of Leicester，1994，pp. 35 － 48 ( 参见其专著 Ｒoman Officers and English Gentlemen: The Imperial Origins of Ｒoman
Archaeology，Ｒoutledge，2000) ; P． Vasunia，“Greater Ｒome and Greater Britain”，pp. 38 －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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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当下“帝国”的理解出发，才衍生出关于“罗马帝国主义”性质问题的讨论。例如，行省的建立虽然
始于共和国时期，但现存的铭文证据表明，共和国时期的元老对于土地扩张和行省建立非但不执着，

反而常持保守甚至回避的态度。他们有时甚至表现出对于罗马领土扩张消极影响的焦虑。① 前文已
经提到，正是依据大英帝国自身的统治模式，西利才将元首制下的罗马行省制统治视为“帝国主义”

统治的唯一范式。相形之下，共和国时期罗马既无统一的领土管理体制，又缺乏对领土扩张的热情。

这也就可以被用来论证罗马霸权建立之初缺乏“帝国主义”动机。② 因此，共和国时期的罗马人虽则
建立“帝国”有功，却“并非有意为之”( 哈佛菲尔德语) 。这无疑与生活于共和国时期记述罗马扩张
的希腊史家波利比乌斯的观点截然相反。

对于波利比乌斯而言，罗马的战争行为是以建立世界霸权为目的的有意识行为:“通过在如此宏
大而令人钦佩的事业中训练自己，罗马人肯定积聚了不少勇气以向世界霸权的目标迈进，并最终实

现了这个目标。”③这一看法直至 19 世纪中期仍代表了当时的主流立场。19 世纪中期时，蒙森提出
了“防御性”帝国主义的概念。④ 在他写作《罗马史》前三卷时，正值德意志联邦国会召开于法兰克福
期间( 1851—1859 年) ，这次国会以将德意志民族整合为同一民族国家为主要议题。蒙森自己曾明
确表示，自己的“罗马史”实际上是意大利史，而非仅仅是罗马城邦的历史。作为罗马帝国的基础，将
意大利具有异质性的各民族结合起来的某种“精神”正是准备建立统一国家的德意志民族所亟需的
因素。比起罗马人对意大利的“征服”，蒙森更为看重的是“把意大利所有民族统一成一个国家”的
历史。⑤ 从这一立场出发，蒙森提出“罗马化”( Ｒomanisierung) 概念。他认为“罗马化”现象并非出现
于帝国时期，而是发源于共和国早期、罗马人在意大利进行扩张的阶段。这一扩张过程由于有益于
统一“民族”的形成，因此蒙森眼中的“罗马化”也是一种文明化的过程———无论是罗马人早期对意
大利民族的同化，还是后期对征服地区的行省化，皆是如此。⑥ 但是，蒙森并不认为这是元老院的刻
意“策划”，因为其内部分歧使其往往难以达成统一意见，遑论制定长远的帝国扩张战略目标。通过
对李维和西塞罗的解读，蒙森认为罗马最初的战争是属于自卫性的“正义战争”，是迫于外部世界的
竞争压力、为了应对意外事件才发动的。换言之，“罗马的攻击性行为是出于防御的目的”。⑦ “防御
性”帝国主义理论的提出在接下来的一个多世纪里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正如林德斯基 (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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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例如 Ｒ． K． Sherk ed． ＆ trans．，Ｒome and the Greek East to the Death of Augustu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4，no. 2 ( =
SEG XIII，382) ，p. 3，no. 17; W． V． Harris，War and Imperialism in Ｒepublican Ｒome 327 － 70 BC，Clarendon Press，1979，
p. 135; E． Badian，Ｒoman Imperialism in the Late Ｒepublic，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68，pp. 1 － 15．
参见王悦:《由治权到帝国———从拉丁文“帝国”概念的衍生看罗马人的帝国观》，第 20—22 页;李怀国:《古罗马共和制帝国
刍议》，《求是学刊》1999 年第 3 期，第 104—106 页。
Polybius 1. 63. 9．
参见晏绍祥:《西方学术界关于罗马共和国帝国主义动力的讨论》，第 124—134 页。
T． Mommsen，Ｒmische Geschichte，Vol. 1，Ｒeimer and Hiersel，1854 － 1856，p. 6．
S． Dmitriev，“( Ｒe-) constructing the Ｒoman Empire: from‘Imperialism’to‘Post-colonialism’，An Historical Approach to History
and Historiography”，p. 133．蒙森的《罗马史》诞生于欧洲 1848 年革命的历史经验，克罗齐( Benedetto Croce) 称其为诗化的历
史( B． Croce，Teoria e storia della storiographia3，Bari，1927，pp. 26 － 7，255) 。关于蒙森《罗马史》的写作与德意志建国的历
史背景，参见 J． Linderski，“Si vis pacem，para bellum: Concepts of Defensive Imperialism”，in W． V． Harris ed．，The Imperialism
of Mid-Ｒepublican Ｒome，Papers and Monograph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in Ｒome 29，1984，pp. 133 － 164( “( 《罗马史》的写
作) 结合了历史主义的原则与对过去历史的浪漫主义想象”) ．
N． Terrenato，The Early Ｒoman Expansion into Italy: Elite Negotiation and Family Agendas，p. 20． 引言出自 E． S． Gruen，The
Hellenistic World and the Coming of Ｒome，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4，p.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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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derski) 所说，蒙森“防御性征服的观点来自其民族国家的概念，它唤起一种亚里士多德式的天体
力学视角……将这一抚慰性的曲调提供给那些无论出于什么原因想要听到它的人。因此它长久以
来都受到欢迎”。①

蒙森的法国同行古朗士( Fustel de Coulanges) 声称，为了保持其对古代材料的忠实，他的研究绝
不参考现代权威学者的观点，尤其是蒙森的观点。② 然而在罗马建立帝国的基本立场上，两人的观点
却不约而同地走到一起。在蒙森写作《罗马史》的同时，1858 年，他在巴黎高师完成学业，法文博士
论文以《波利比乌斯，被罗马征服的希腊人》为题。这篇文章的论点后来被吸纳进其 1864 年著作《古
代城邦》的结论之中。古朗士提出，在波利比乌斯生活的年代，“城邦式的爱国主义逐渐在人心中衰
弱而至消灭”，人们开始追求“制度更好的异邦”统治。由于罗马最具“贵族性”，因此在所有( 地中海
世界的) 城邦中，“贵族都对罗马拭目以待”。最后“贵族取得了最终胜利，而罗马成为了帝国”。在
这个过程中，希腊通过自愿臣服于罗马统治而将自身从毁灭的命运中拯救了出来。③ 和蒙森一样，古
朗士显然也不认为罗马帝国的建立是其刻意追求的目标，而是城邦走向末路的时代里，意大利和希

腊地区众望所归的结果。古朗士的观点无疑对后来同样在巴黎高师就读的奥洛( Maurice Holleaux)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奥洛认为，“一直以来……人们都在谈论罗马元老院想要统治的虎狼之心以及
他们的‘帝国主义’和‘军事主义’精神……但我发现情况并非如此。”在奥洛看来，罗马人原本并不
以建立帝国为目标。至少到公元前 200 年，罗马人都对希腊东方世界兴趣寥寥，也没有任何系统性
的东方征服战略。罗马人依靠伊利里亚战争和马其顿战争成功崛起，完全是个“偶然”的意外事件。
在对第二次马其顿战争的爆发原因进行总结时，奥洛认为，“正如三十年前一样……仅仅是一个意外
将罗马从意大利半岛拉了出来，并开启了后续事件。是意外和错误的判断导致了元老院投身于这项
( 帝国) 事业”。④ 对他而言，用“帝国主义”或“军国主义”来形容罗马战争是不合适的。奥洛在《剑
桥古代史》中再次论述了两次马其顿战争和叙利亚战争的爆发原因。他的观点很快得到了英法学术
界的认同和支持。直至 20 世纪下半叶，最重要的波利比乌斯及罗马共和国研究史家沃尔班克
( Frank W． Walbank) 在讨论罗马的东方政策时，依然认为奥洛关于罗马在亚得里亚海扩张的论述是
“最令人满意的”。⑤

防御帝国主义理论的“抚慰曲调”在 19 世纪末刚刚崭露头角、参与到全球贸易市场竞争的美国
尤其受到欢迎。尽管其发展背景更多与世界市场和殖民扩张的竞争相关。对于该世纪上半叶的美
国而言，“帝国主义”尚且是个陌生的词汇，而且因为与专制和军国主义的关联而带有负面含义。然
而随着 1898 年杜威将军在马尼拉湾俘获西班牙太平洋舰队，战争的论调突然转变了风向。人们发
现，“我们在战争时期不如在和平时期效率高”的论断或许值得重新考量。⑥ 《美国投资者》周刊的波
斯顿主编在当年五月刊中以“战争对于商业和财政利益的好处”为标题撰文承认，“帝国主义是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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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Linderski，“Si vis pacem，para bellum: Concepts of Defensive Imperialism”，p. 139．
A． Momigliano，“The Ancient City of Fustel de Coulanges”，in Essays in Ancient and Modern Historiography，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1977，p. 337．
库朗热著，谭立铸等译:《古代城邦———古希腊罗马祭祀、权利和政制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342—
348 页。
M． Holleaux，Ｒome，la Grece et les monarchies hellinistiques auⅢ e siecle avant J． -C． ( 273 － 205) ，Boccard，1921．
F． W． Walbank，“Polybius and Ｒome＇s Eastern Policy”，Journal of Ｒoman Studies，Vol. 53，Parts 1 and 2 ( 1963) ，p. 2．
N． Etherington，Theories of Imperialism: War，Conquest and Capitalism，p.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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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词汇中的一个新鲜词”。① 该周刊随后在 5 月 28 日的文章中比较了“帝国主义的利与弊”，认为
美国应该“正式放弃门罗主义的不干涉政策”。② 六月刊以“生存斗争”为标题再次强调美国实施“帝
国主义”政策的必要性。但他们强调，这并非出于帝国主义者的“一时头脑发热”，而是因为“他们的
观点已臣服于严峻的现实，为了生存而参与世界斗争”，也就是对世界市场的抢夺。③ “生存斗争”的
紧迫性一旦提上议程，帝国主义政策的“必要性”便得以正名。
“防御性帝国主义”论调不仅适用于 19 世纪 90 年代的美帝国主义宣传，而且仅十多年后就在美
国史学家弗兰克( Tenny Frank) 对“罗马帝国主义”的定义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他抱怨欧洲学者理
所当然地认为任何战争背后都是出于占领的欲望和动机，无论是 1898 年的美西战争，还是罗马对迦
太基的战争。在 1914 年的著作《罗马帝国主义》中，弗兰克将“帝国主义”表述为“个人的‘生存愿
望’在国家层面上的表达”。④ 在他看来，罗马共和国时期的土地扩张行为“不一定出自( 扩张的) 欲
望”。“自由的罗马人民不经意间蹒跚步入不断扩张的统治，直到过度膨胀的帝国将统治的负担加诸
征服者身上，使整个国家无异于奴役的状态”，这都是出于生存的本能而采取的必要政治手段。⑤ 和
蒙森与奥洛的观点相似，他们都认为罗马并非有意识地采取了具有侵略性的帝国政策，而是要么出

于偶然因素、要么受迫于外界威胁的生存压力，才“不得不”进行了帝国扩张。
事实上，偶然或防御性的罗马“帝国主义”理论影响相当深远。⑥ 艾灵顿( Ｒobert M． Errington) 在

1971 年写作《帝国的黄昏:罗马世界霸权的崛起》时，他在全书的开篇依然宣称，罗马夺取世界霸权
是“欧洲史上最重要的意外之一”。罗马人的“帝国并非由于统治或奴役他人的原初愿望所缔造
的”，而“自由的罗马人民在无意中蹒跚走上了不断扩张的霸权道路”。⑦ 《面包与竞技场》的作者韦
恩( Paul Veyne) 在 1975 年的文章《是否存在一种罗马帝国主义?》中对此表示认同，因为“除非有追
求意外胜利的喜好”，否则就不能算是帝国主义。罗马的帝国功业并非出于对胜利的追求，而只是由
时势和环境造就的。⑧ 由此可见，时隔百年，19 世纪末的殖民帝国自我辩解的话语仍然余音绕
梁———毕竟，早在 1884 年《卫报》上就有这样的评论:“着手致力于征服和土地兼并的事业并不是英
国人的习惯。我们所实现的征服完全是强加在我们头上( 的负担) 。”⑨

四、二战后的发展

随着第二次布尔战争( 1899—1902 年) 爆发，南非战场上的消耗很快对大英帝国的统治造成反
噬，“帝国主义”的辩护立场在 20 世纪初也开始有了明显的动摇。约翰·罗伯森 ( John M．

131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The Benefit of the War to Commercial and Financial Interest-How the Thing Will Work”，U． S． Investor，May 21，1898．
“Pros and Cons of‘Imperialism’”，U． S． Investor，May 28，1898．
“The Struggle for Existence”，U． S． Investor，June 18，1898．
T． Frank，Ｒoman Imperialism ( 1914) ，Batoche Books，2003，p. 5．
T． Frank，Ｒoman Imperialism，p. 193．
P． W． M． Freeman，“Mommsen to Haverfield: the Origins of Studies of Ｒomanization in Late 19th-c． Britain”，pp. 30 － 32．
Ｒ． M． Errington，The Dawn of Empire: Ｒome＇s Ｒise to World Power，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2，p. 3，p. 385．
P． Veyne，“Y a-t-il eu un imperialisme romain?”，Mélanges de l＇école franaise de Ｒome，Antiquité，tome 87，no2，1975，pp. 793 －
855．
S． Dmitriev，“( Ｒe-) constructing the Ｒoman Empire: from‘Imperialism’to‘Post-colonialism’，An Historical Approach to History
and Historiography”，p.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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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obertson) 的《爱国主义与帝国》一书出版于布尔战争爆发之年( 1899 年) 。作者将罗马和英国帝国
主义从社会 －经济层面进行了比较，认为主要是富人阶级对经济利益的渴望与掠夺构成了帝国扩张
的主要动机。战争结束的同年( 1902 年) ，霍布森( John A． Hobson) 正好写成《帝国主义》。和罗伯
森一样，霍布森认为“尽管有许多因素都能成为帝国扩张的原因，包括骄傲、特权和嗜战这些真实而
强有力的动机，以及文明教化这种更具利他主义性质的目的。但最重要的决定性原因在于对市场和
有利可图的投资的需求”。① 直到列宁出版《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经济帝国主义的理
论框架的主流地位不断得到巩固，对资本主义国家殖民扩张和“帝国主义”统治的敌视、反思和批判
也逐步加深。② 不少学者对罗马“帝国主义”的态度不久后再次回落至前蒙森时代的赫尔德式批判
立场。就在霍布森《帝国主义》出版后不久，德·桑蒂斯( Gaetano De Sanctis) 着手开始《罗马史》的写
作( 1907—1957 年) 。他将对帝国主义的批判运用于罗马研究中，把罗马统治视为一种充满暴力并
终于灾难的过程。他认为正是由于其对征服战争利益的贪婪激情最终导致了自身的毁灭。1923 年
《罗马史》第四卷第一部分面世之时，德·桑蒂斯宣称，这将是献给那些“极少数厌恶被压迫、也不愿
成为压迫者的人”。③ 他的友人兼同事罗斯托夫采夫( Mikhail Ｒostovtzeff) 也持有类似的立场。他将
包括“工业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农业”等在内的现代帝国主义批判术语运用于对古代罗马的分析
中，认为罗马是一部具有破坏性的机器，从一开始就几乎处于失控的状态。④ 值得一提的是，对“帝
国主义”专制政府的不满和对自由立场的捍卫使二者不仅在学术观点上产生了契合，二人的命运也
因此产生了相似的轨迹。但是，蒙森以来对罗马帝国主义“防御性”特征的定义真正受到挑战，还要
等到二战之后。

1947 年 6 月，印度总督路易斯·蒙巴顿子爵正式宣布英属印度分割为印度和巴基斯坦，次月英
国议会通过《印度独立法》，不久后印度成为独立国家。翌年 6 月，英王乔治六世放弃“印度皇帝”

头衔，成为首任英联邦君主。接下来的数年之间，从斯里兰卡到巴勒斯坦，从希腊到直布罗陀，“日
不落帝国”的殖民统治走向土崩瓦解。这一政治现实直接导致了对“帝国主义”概念予以重新审视
的需求。继西利《英格兰的扩张》之后，“帝国主义”在 1953 年加兰格 ( John Gallagher ) 和罗宾孙
( Ｒonald Ｒobinson) 《自由贸易时代的帝国主义》一文中被赋予了全新的含义，成为帝国史书写上的
重要转折。该文通过对前殖民时代英帝国维多利亚时期早期统治史的分析，提出了“无形帝国”
( informal empire) 的概念。和西利对“帝国”和“帝国主义”统治的理解不同，这种观点认为，除了以
领土占领、经济剥削和行省管理为特点的“正式帝国”之外，还存在一种“无形帝国”。这种“帝国”

统治更多基于政治、军事和文化意义上的抽象扩张，而不局限于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和对领土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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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A． Hobson，Imperialism: A Study，pp． v － vi．
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文中提到，“‘泛泛地’谈论帝国主义而忘记或忽视社会经济形态的根本区别，
必然会变成最空洞的废话或吹嘘，就像把‘大罗马与大不列颠’相提并论那样”。参见《列宁全集》第 27 卷，人民出版社第 2
版( 1984 年 10 月—1990 年 12 月) ，第 395 页。将“帝国主义”视为以经济利益为目的、尤其与资本主义的发展相关，最初或
许始于英美学者，包括霍布森和科南( Charles A． Conant) 。后来经由考茨基( Karl Kausky) 、保尔( Otto Bauer) 、卢森堡( Ｒosa
Luxemburg) 等学者的进一步理论化，“经济目的”逐渐成为考察帝国主义唯一重要的标准。关于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发展，
参见 S． Dmitriev，“The Ｒise and Quick Fall of the Theory of Ancient Economic Imperialism”，pp. 785 － 801．
G． De Sanctis，Storia dei Ｒomani Vol． IV: La fondazione dell＇ Impero，La Nuova Italia，1923 /1969，p. 1．
M． I． Ｒostovtzeff，The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Ｒoman Empire，Clarendon Press 1957，pp. 6 － 23; S． Dmitriev，“( Ｒe-)
constructing the Ｒoman Empire”，p. 788，n. 28．



19 世纪罗马“帝国主义”问题在西方学术界的缘起与发展

际控制。①

“无形帝国”的提出挑战了经济帝国主义视角的统治地位，也使古代史学界开始重新审视罗马征
服和统治，为罗马“帝国主义”性质问题的讨论开启了新的可能。② 哈里斯( William Harris) 1979 年的
《罗马共和国的战争与帝国主义》常常被视为这一新纪元中最具代表性的著作之一，其观点正好是对
“无形帝国”的发挥。哈里斯在书中特别强调，罗马史学家惯于依循对帝国的传统定义，认为后者应
该是对“被征服领土的正式兼并，在地图上以红色、蓝色和黄色标识出来”。但是，罗马人对自身帝国
统治的理解，通常都“不是以兼并的行省所覆盖的范围”为依据的。③ 元老院长期以来没有扩张帝国
领土的计划，并不代表罗马没有扩张帝国势力范围的意愿。④ 在时隔一个世纪的冷落之后，波利比乌
斯以来的批判传统终又重新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罗马帝国的侵略性特征因此得以被重新审查。⑤

与此针锋相对的是，防御帝国主义阵营也发展出新的理论。贝迪恩( Ernst Badian) 在 1967 年的
《共和国晚期的罗马帝国主义》中提出，至少直至公元前 148 年罗马的对外政策的确是排斥和避免领
土兼并和行政管理的。尽管他承认“不兼并”不代表“不干涉”，但他倾向于将这种不兼并的倾向归
结为自我约束的结果。⑥ 此后，格鲁恩( Erich S． Gruen) 在 1984 年《希腊化世界与罗马的到来》中试
图绕过战争“动机”的问题，从罗马与希腊世界的“文化交互”出发，探讨这两个民族在相遇之初如何
在文化上相互适应、并最终导致了罗马在希腊东方世界的霸权局面。尽管这一尝试看似跳出了罗马
帝国主义问题的传统讨论框架，但实质上通过对外部环境不可控因素的强调，间接弱化了罗马“扩张
主义者”的形象，强调其战争行为本质上是被动“回应”。在此基础上，埃克斯坦 ( Arthur M．
Eckstein) 进一步强化“外部环境”的影响，将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 Ｒealism) 运用于罗马与
地中海其他地区关系的研究。⑦ 他在 2006 年《地中海的无秩序、国际战争与罗马的崛起》中提出，尽
管从现代观点出发，罗马扩张和统治的确具有嗜战和侵略特点。不过，“罗马所有的竞争者也同样如
此”。因为他们都同等地处于一种“特别残酷的无政府状态”国际秩序之中:霍布斯式的生存法则为

331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J． Gallagher and Ｒ． Ｒobinson，“The Imperialism of Free Trade”，pp. 1 － 15．参见蒋孟引:《蒋孟引文集》，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7 页;高岱:《帝国主义概念考析》，第 14—16 页;陈志宏:《维多利亚时代后期的帝国意识( 1871—1901) 》，浙江大学
人文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2 年，第 12—18 页。
参见 Ｒ． M． Kallet-Marx，aka Morstein-Marx，Hegemony to Empire: The Development of Ｒoman Imperialism in the East from 148 to
62 BC，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6，p. 3．
W． V． Harris，War and Imperialism in Ｒepublican Ｒome 327 － 70 BC，p. 105，pp. 134 － 135．
W． V． Harris，War and Imperialism in Ｒepublican Ｒome 327 － 70 BC，p. 107．
Harris对接下来三十年罗马史研究的影响，参见 K． A． Ｒaaflaub，“Born to be Wolves?”in Ｒ． W． Wallace and E． M． Harris
eds．，Transitions to Empires: Essays in Greco-Ｒoman History，360 － 146 BC，in Honor of E． Badian，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96，pp. 273 － 324．
E． Badian，Ｒoman Imperialism in the Late Ｒepublic，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68，p. 4; Kallet-Marx，Hegemony to Empire，p. 3，
n. 4．贝迪恩提出，罗马以“霸权”的方式扩散势力范围，并从中引出了“庇护制”作为该霸权建立过程中关键因素的相关讨
论。在这一点上，贝迪恩承认借鉴了罗斯托夫采夫对“霸权式帝国主义”的理解:“帝国主义并不总是涉及扩张领土的意图。
对政治霸权的渴望……也必须被视为一种形式的帝国主义。”( E． Badian，Ｒoman Imperialism，p. 4，n. 9) 对于帝国主义基于
“政治霸权”的理解对立于霍布森式经济帝国主义理解，至少可追溯至 19 世纪经济学家熊彼特( J． A． Schumpeter) 。对熊彼
特而言，帝国主义并不必然以追求经济利益为目的，也可以是为了获取政治霸权和统治权力本身 ( J． A． Schumpeter，
Imperialism and Social Classes． 参见W． L． Langer，The Diplomacy of Imperialism 1890 － 1902，p. 68) 。另参见贝迪恩更早时期
的著作: Badian，Foreign Clientelae，264 － 70 BC，Clarendon Press，1958．
关于埃克斯坦对“无形帝国”概念的讨论与反思，参见 A． Eckstein，“Hegemony and Annexation beyond the Adriatic，230 － 146
BC”，in D． Hoyos ed．，A Companion to Ｒoman Imperialism，Brill，2013，pp. 79 － 80． 另参见 A． Eckstein，“What is an Empire
and How Do You Know When You Have One? Ｒome and the Greek States after 188 BC”，Antichthon 47，2013，pp. 173 － 190．



世 界 历 史 2021 年第 2 期

处于暴力环境下的罗马战争行为再次提供了正名。① 这两种立场的相继发展都标志着罗马“帝国主
义”研究自此进入“新”的阶段。②

由此可见，西方学界对“罗马帝国主义”问题的探讨始终与时代的发展与需求密切相关。该问题
的提出原本以 19 世纪末欧洲现代帝国、尤其是大英帝国的崛起为背景。在追求“实用”教育风气日
盛的年代，对古代罗马帝国的理解成为检验英帝国自身处境及其未来发展的镜鉴。对于 19 世纪末
怀揣联邦殖民统治之梦的大英帝国学者而言，元首制下的罗马行省统治成为现代帝国主义者最值得

研究和效仿的对象。就此而言，罗马共和国时期的统治由于缺乏统治上的连贯性和系统性，而被认
为或不具有“帝国主义”动机。当时一种极具影响力的观点认为，共和国时期的罗马军事扩张只是出
于“偶然”或者“防御性”的正当行为。最初提出“防御性”帝国主义概念的蒙森是从普鲁士建国的背
景出发，但这种论调很快在其他欧洲殖民帝国的发展和民族国家运动的风潮之下扎下根来。至少到
20 世纪 70 年代，“防御性”帝国主义论依然在罗马史研究中占据着重要地位。直到二战之后，现代
殖民帝国走向衰落，西方学者开始被迫反思“帝国主义”问题，对罗马“帝国”问题的探讨才开始进入
新的阶段。在大英帝国面临解体的情况下，政治学界出现了“无形帝国”概念。被引介进入古代史领
域后，它开始挑战 19 世纪以来对罗马统治、尤其是共和时期统治的看法。这意味着，对经济利益和
领土兼并的追求不再是衡量“帝国主义”特征的唯一标准。因此，共和国时期罗马统治者在土地兼并
和管理问题上的消极态度，不能作为其不具有“帝国主义”特点的证据。罗马帝国统治的“侵略性”

因此应该得到重新定义。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20 世纪末以来后殖民主义理论的相关概念不断进入罗马史学界，在看似强
调均质与平等的话题下，成为塑造罗马帝国统治形态并为其辩护的新型武器。在有形帝国走向消弭
的今天，如何在“无形帝国”的语境下安置新的帝国理论与帝国身份，或许依然是活跃在这些辩护背
后的内在动力。这意味着，要将那些宣称已经摆脱或修正了传统研究范式、从而更具中立性与科学
性的理论框架运用于古代史研究，我们还应对其合理性予以仔细甄别。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里，西
方学界的理论研究在不断更新，但其问题意识的本质与西利时代存在多大差别，仍是一个值得思考

的问题。

［本文作者熊宸，伦敦大学国王学院博士研究生。］

( 责任编辑:吕厚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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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M． Eckstein，Mediterranean Anarchy，Interstate War，and the Ｒise of Ｒome，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6，p.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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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ong Chen， The Ｒise and Development of Ｒoman ‘Imperialism’ in the 19th-Century

Western Academia

The word of‘imperialism’is an idea which developed in the 19th century along with the rise of

modern European empires． The problem，however，is that this concept is often used to describe the

military expansion and the rule of ancient Ｒome in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without justification，as if

the idea of the Ｒoman imperialism is also a self-evident term． If the use of such concept in the Ｒoman

studies from the 19th century does not get clarified，it will be risky for misunderstanding of ancient

Ｒoman rule by observing the concept in the same way as the understanding of modern empires． This

paper aims at discussing how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dea of imperialism in the 19th century exerted

influence on the Ｒoman studies． This study will be helpful to find out which popular topics and

arguments in the Ｒoman studies in the Western world were raised effectively in certain political and

cultural contexts，and to see their influence on the view of the Ｒoman rule．

Ni Tengda，The Augustan Policy on Marriage and Children Ｒeflected in Lex Inlia and Lex Papia

Poppaea

In 18 B. C． and 9 A. D．，Augustus promoted two laws successively ( Lex Iulia and Lex Papia

Poppaea) ，which largely regulated the conduct of marriage and procreation among different classes of

the Ｒomans，with punishments and rewards for the compliance and violation behaviours of the law． The

main purpose of the Augustan marriage laws was to increase the population of Ｒome by encouraging the

Ｒomans to raise legal families and have more children． However，such laws did not work as well as he

had expected． It was the expansion of the scope of the census in the early Empire，the manumission of

slaves in large numbers，and the granting of citizenship to the inhabitants of provinces that really

brought about the huge increase of the Augustan census fig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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